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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标准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一项文献综述 

谭沁 

（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00） 

 

摘要：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宏观经济增长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研究的

热点。本文从国内外关于最低工资标准、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研究文献中，对最低工资标准、全要素生产

率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包括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度背景、内涵和经济效应、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内

涵、度量和影响因素以及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等多方面的内容，分析评述了已有研究

存在的不足，指出了最低工资标准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研究的重要性，以及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本文综合呈现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已有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展望，

希望对推动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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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正处于新旧产业和发展动能交替接续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比以

往任何时期都需要提升经济长期持续增长。从经济核算角度来看，经济增长主要可以分为两

大类：一是生产要素投入，主要包括非 ICT 资本投入、ICT 资本投入、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

质量；二是技术进步，即全要素生产率。中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依靠生产要素投入驱动和投资驱动的传统增长模式正面临着人口红利消失、资源消耗枯

竭、增长动力不足、环境问题突出等挑战，无论是从宏观经济持续运营还是从微观企业持续

发展的角度，都迫切地需要找到一个能刺激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来实现宏观经济的转型升级和

微观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而技术进步正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变革的关键新动力。全要素生

产率是衡量经济增长效率的重要指标，既可以反映国家层面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和技术发展

水平，也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保持经济增长效率的动力所在。中国经济要想实现持续增长，

当务之急便是通过创新驱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从依靠要素和规模驱动的“粗放型”经

济增长模式向依靠科技和创新驱动的“集约型”经济增长转型发展，而企业要想转型升级提

高自身的效益和产出水平，也亟须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依靠研发和技术提高自身的全要

素生产率水平。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产业、区域和财政等经

济政策的协调机制，进而配合我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为了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紧紧围

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核心，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而最低工资标准作为一项国家重要的劳动力保护政策，也应该加入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行

列中来。从 1993 年推出最低工资制度到 2004 年《最低工资规定》进一步完善并在全国范围

实施再到 2008 年《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中国的最低工资制度日益完善和强化，劳动者保

护程度不断加强。在我国当前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关键转折期，我国日益增加

的最低工资标准给企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境下，研究最低工资标准相关法律制度

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最低工资标准 

（一）制度背景 

最低工资标准是政府为保护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益、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而制定的

一项工资标准制度，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制度安排。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先确立最低工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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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世界各国纷纷加入建立最低工资标准的行列。1984 年，中国批准承认国际劳工组织颁

布的《制订最低工资确定办法公约》，并于 1994 年颁布《企业最低工资规定》，首次确立

了最低工资制度在中国的法律地位。2004 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继续颁布《最低工资规定》，

将最低工资标准的适用范围和对违规企业的惩罚力度进一步加大，推动了最低工资制度在全

国范围内的全面推广和强化实施。2008 年《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和实施，为最低工资制度

塑造了更为严格的劳动监管环境，进一步扩大了最低工资标准的适用范围，促使劳动者与用

人单位更为普遍地订立劳动合同，更进一步地强化了企业对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执行，实质性

地强化了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 

就我国而言，最低工资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

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包括月最低工资标准

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规定》规定，月最低工资标准的确定与调整应参考当地就

业者及其赡养人口的最低生活费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职工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

住房公积金、职工平均工资、经济发展水平、就业状况等因素；且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

调整一次；不同省、自治区、直辖市甚至不同的行政区域均可以设置不同的最低工资标准。 

（二）最低工资标准的经济效应 

1、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的影响 

最低工资标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保护劳动者基本生存权益、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劳动力

保护政策，现有最低工资标准研究主要关注最低工资标准的就业效应，研究结论具有较大的

争议性，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类：第一，最低工资的提升对就业具有积极影响。Card（1

992）0、 Katz and Krueger（1992）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通过准自然实验发现提升最低工资会显著

提高就业率。李晓春和何平（2010）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发现对于农民工而言，最低工资标准的提

升能够显著促进其就业。张丹丹等（2018）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发现最低工资的提高显著地增加了

流动人口失业的概率，从而显著增加了外来务工人员参与犯罪的可能性。杨正雄和张世伟（2

020）[5]将农民工进一步细分为高技能农民工和低技能农民工，发现最低工资对高技能农民

工的非正规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蒲艳萍和张玉珂（2020）[6]发现，最低工资制度能够

促使大规模行业的劳动力就业增多。第二，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对就业具有消极影响。Neu

mark and Wascher（1992）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基于 1973-1989 年数据分析指出，最低工资的提高会

降低青少年和青年的就业率。丁守海（2010）[8]基于粤闽两省企业数据发现，加强最低工资

管制会导致农民工受到更大的就业冲击。Neumark et al.（2014）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发现最低工资

标准与就业呈显著的负相关，尤其在低技术和年轻劳动者群体中。翁杰和徐圣（2015）[10]

发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就业人数的减少。杨翠迎和王国洪（2015）[11]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最低工资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的就业。Meer and West（2

016）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会降低就业的增长。蒲艳萍和张玉珂（2020）[6]

发现，最低工资制度对就业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最低工资抑制了资本密集度高、规模小、

国有资本占比低的行业的就业。第三，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呈非线性关系。罗小兰（200

7）[13]发现，最低工资标准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存在一个阈值。低于该阈值，最低工资标准

的增加就会促进农民工的就业，高于该阈值，就会抑制农民工的就业。郑适等（2016）[14]

认为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存在非线性变化特征，表现为直接效应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呈倒

“U”型，而间接效应的作用恰好相反。刘玉成（2018）[15]发现当最低工资处于较低阶段时，

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存在自我修正机制，而在最低工资超过一定标准后，自我修正机制并不

存在。第四，最低工资对就业无显著影响。Dube et al.（2010）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以美国最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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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政策为对象，发现最低工资上涨对餐馆等其他低工资部门的就业无影响。Allegretto et al.

（2011）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发现对于美国的青少年，最低工资上涨的就业效应不显著。 

2、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最低工资标准作为一项重要的劳动力保护法律制度，会对企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现有

关于最低工资标准等劳动力保护法律的实施对企业影响的研究结论不一，最低工资标准等劳

动力保护法律的实施对于企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大多数学者认为，最低工资标准的上升对企业产生负向影响。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或最

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会使企业较少选择低廉的债务融资方式（Agrawal and Matsa，2013
[18]；S

erfling，2016
[19]），使企业在经济下行时期无法快速应对不利冲击（Banker et al.，2013

[20]；

刘媛媛和刘斌，2014
[21]），增加企业经营风险（廖冠民和陈燕，2014

[22]），降低企业用工

灵活性（Li and Freeman，2015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潘红波和陈世来，2017
[24]），使得劳动密集

型行业的出口产品价格上升（马双和邱光前，2016
[25]），使得低工资企业股票价值降低（B

ell and Machin，2016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拉升企业产品价格（徐建炜等，2017
[27]），弱化企业

探索式和开发式创新（李后建，2017
[28]），降低企业产能利用率（李后建和王颖，2017

[29]），

提高企业盈余管理动机（陆瑶等，2017
[30]），降低企业盈利能力（赵瑞丽等，2018

[31]），

降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比（崔晓敏，2018
[32]），抑制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出口

概率和出口规模（奚美君等，2019
[33]）及其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上升（耿伟和杨晓亮，201

9
[34]），提高外资企业撤出中国的概率（李磊等，2019

[35]）, 抑制上市公司业绩预告披露的

意愿（何威风等，2019
[36]），降低企业劳动资源配置效率（徐舒等，2020

[37]），削弱企业

市场势力（李真和宗慧隽，2020
[38]）等。 

也有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上升会对企业产生积极影响。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或最

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会降低企业成本粘性（江伟等，2016
[39]），提升企业成本加成（孙一菡

等，2018
[40]），提高企业财务信息透明度（Ni and Zhu，2018

[41]），倒逼企业提高管理水

平（李后建等，2018
[42]），激励企业应用信息技术（李后建等，2018

[43]），提高企业研发

投入强度（唐曼萍和李后建，2019
[44]），促进企业创新（Acharya et al.，2013

[45]；Chang 

et al.，2015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王小霞等，2018
[47]，李建强等，2020

[48]），提高民营企业劳动收

入占比（姜伟，2019
[49]），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王欢欢等，2019

[50]），降低企业负债

水平（黄炳艺等，2020
[51]）, 提高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效率（许明和李逸飞，2020

[52]）等。 

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一）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 

全要素生产率最早应用于经济增长领域以衡量宏观经济的发展，由 Solow 于 1957 年首

次提出。全要素生产率是指不能被要素投入所解释的产出增长部分，也称为“索洛剩余”。

除了应用于经济增长领域，全要素生产率也是衡量微观企业生产效率不可或缺的重要指标。

将全要素生产率发展到微观企业领域，有利于体现企业的发展后劲和市场竞争能力，加强企

业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在高质量发展中重要地位的认识（黄贤环和王瑶，2019
[53]）。前期学

者们仅通过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单一要素的产出率衡量企业生产率，忽视了资本、劳动力

和技术等所不能解释的影响企业发展的其他因素。戚聿东和张任之（2018）[54]指出，微观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反映的是企业资本、劳动力、技术、制度环境、管理等要素投入的综合产

出效率，是企业在技术可能性和要素价格约束下所能达到的最大产出能力，是建立企业长期

竞争优势的来源和持续发展的基础。刘笃池等（2016）[55]指出，从本质上看，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归属于资源配置效率，其提升依赖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和技术的进步。即资金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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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工艺创新等都会影响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二）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 

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是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的基础。现有度量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主

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对宏观经济整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二是对微观企业个体全要素生

产率的度量。 

1、宏观层面 

宏观层面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主要包括增长核算法、经济计量法。增长核算法基于新古

典增长理论，剔除经济增长中的要素投入贡献部分，得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估算值。这类

方法存在较大缺陷：第一，假设条件过于苛刻，与现实相差甚远；第二，在实际操作中，资

本价格估计难度较大，难以实现。因此，该方法并不适用。经济计量法则借助计量模型和计

量工具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计，主要包括参数法中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SFA）和非参

数法中的 Malmquist 指数法，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增长核算法的缺陷。 

2、微观层面 

微观层面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方法至今仍没有形成权威统一的结论，仍存在较大的争

议，但是在学者们的不断探索之下，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方法有了极大的进步和发

展。首先，设定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的形式，具体如下： 

                                                           （1） 

其中， 表示第 t 年 i 企业的产出，A 表示企业技术水平，即企业全要素生产率，L 表

示劳动投入量，K 表示资本投入量。目前常用的企业全要素生产估计方法如下： 

（1）OLS 法 

OLS 法是估计全要素生产率最简单最直观的方法，但它会产生同时性偏差和样本选择

性偏差问题。它直接将式（1）取自然对数，运用线性估计将式（1）转化为式（2）： 

                                           （2）  

因此，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表示为： ，通过估计式（2）即可得到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值。 

                                           （3） 

（2）FE 法 

为解决 OLS 法估计带来的同时性方差和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部分学者采用面板数据，

在线性估计的基础上引入企业个体虚拟变量、行业虚拟变量和年度虚拟变量，进而获得生产

函数的无偏估计量。FE 法的具体形式如下： 

                  （4） 

其中， 表示第 t 年 i 企业的产出增加值，K 表示固定资本数量，L 表示从业人员数量，

表示年份虚拟变量， 表示行业虚拟变量， 表示生产函数回归中无法识别的测量

误差因素和随机干扰项。此时， 。 

虽然 FE 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可观测到的部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估计结果的影

响，但它关于企业效率不可观测部分跨期不变的假设与现实中企业生产率不断变化的事实不

符，因此并不能完全解决生产函数估计中的内生性问题（张天华和张少华，2016
[56]）。 

（3）OP 法 

为弥补以上两种方法的不足，Olley 和 Pakes（1996）提出了半参数估计方法——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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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该方法假设企业可以根据目前生产效率状况做出投资决策，因而可以采用企业当期投资

数量作为不可观测部分的全要素生产率冲击的代理变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同时性误差问

题和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具体回归方程如下： 

                                                                         （5） 

其中，Y、K、L 、I 分别表示企业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数量、从业人员数量、投资

数量，Age 表示企业年龄，State、Exit、year、ind 和 reg 分别表示是否为国企、企业是否存

在退出、年份、行业和省份虚拟变量， 代表随机干扰项。 

尽管 OP 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要素生产率估计中的内生性和样本选择性问题，但是

在实际操作中，投资额为零的企业样本并不能被估计，导致数据中投资变量缺失较为严重，

且调整成本使投资不能根据全要素生产率冲击平滑地进行调整，OP 估计量可能存在偏差。 

（4）LP 法 

LP 法使用中间投入指标代替投资额作为不可观测的全要素生产率冲击的代理变量，较

好地规避了 OP 估计量因采用投资作为代理变量而出现的问题。LP 法设定的生产函数如下： 

                             （6） 

其中，Y、K、L、M 分别表示企业产出增加值、固定资产数量、从业人员数量、中间

品投入数量， 表示可被企业经营者观测到的但没有直接在数据中体现的生产率， 表示

随机干扰项。 

（三）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 

全要素生产率是反映企业基本面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现有学者对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大致分为企业外部因素和企业内部因素两大类。 

1、企业外部因素 

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发现，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制度环境、市场竞

争、行业资本配置效率、行业内僵尸企业占比、要素市场政策扭曲等。从制度环境来看，国

家制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长期的。其中，初创型企业对制度环境的依赖更大（施

丽芳等，2014
[57]）。制度环境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因制度环境本身而存在差异。好

的制度环境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例如进口关税减免（沈琪和周世民，2014
[5

8]）、减税政策（吴辉航等，2017
[59]）、区域型产业政策（林毅夫等，2018

[60]）、人力资本

（Che and Zhang，2018
[61]

;毛其淋，2019
[62]；周茂等，2019

[63]）、政府补贴（李政等，201

9
[64]）、排污权交易制度（任胜钢等，2019

[65]）、国家审计改革（陈茹等，2020
[66]）、营改

增政策（谢获宝和惠丽丽，2021
[67]）等，而诸如政府管制（贺小刚和沈瑜，2008

[68]）、十

大产业振兴规划（钱雪松等，2018
[69]）、加速折旧政策（熊波和杜佳琪，2020

[70]）等制度

环境会显著抑制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此外，李强（2017）[71]还发现了环境分权这一制

度环境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从市场竞争来看，市场竞争程度对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论不一：有学者认为，市场竞争推动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何

枫和陈荣，2008
[72]；周念利等，2015

[73]；阮敏和简泽，2020
[74]）。也有学者认为市场竞争

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Green and Mayes（1991）[75]发现当市场集中度

超过一定阈值后，会对企业效率产生消极影响。简泽和段永瑞（2012）[76]发现市场竞争会

抑制生产率较高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促进生产率较低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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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从资本配置效率来看，行业资本配置效率和劳动配置效率的改善均有利于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的提升（龚关和胡关亮，2013
[77]）。从僵尸企业占比来看，行业内僵尸企业占比的

提高会降低正常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王永钦等，2018
[78]）。从要素市场政策扭曲来看，

要素市场政策扭曲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消极影响（罗德明等，2012
[79]）。 

2、企业内部因素 

现有研究从企业出口、企业规模、企业成长、融资约束、研发投入、内部薪酬差距、管

理效率和质量能力、所有权集中度、产权性质、企业金融化等角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内

部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从企业出口来看，出口产生的“出口中学习”效应有利

于本土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张杰等，2009
[80]）。从企业规模来看，企业规模

与企业生产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孙晓华和王昀，2014
[81]）。从企业成长来看，企业成

长是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来源（杨汝岱，2015
[82]）。从融资约束来看，融资约束对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负面效应（任曙明和吕镯，2014
[83]）。从研发投入来看，R&D 活动显

著提升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孙晓华和王昀，2014
[84]）。从内部薪酬差距来看，对于薪

酬差距较低的企业，薪酬差距越大，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越高（黎文靖和胡玉明，2012
[85]）。

从管理效率和质量能力来看，相比于管理效率，质量能力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更强

的直接效应，质量能力是管理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桥梁（李唐等，2018
[86]）。

从所有权集中度来看，所有权集中度对企业效率的影响结果不一，有学者认为所有权集中度

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Amornkitvikai and Harvie，2011
[87]），也有学者认为二者之间

不存在显著关系（Dilling-Hansen et al.，2003
[88]）。从产权性质来看，何枫和陈荣（2008）

[72]发现股东性质、国有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等因素负向影响企业效率，且与民营企业相比国

有企业效率低下。Hanousek et al.（2012）[89]发现，外资拥有所有权能够提高企业效率。杨

旭东（2019）[90]也发现民营企业内部控制缺陷与运营效率之间的显著负相关关系提高了企

业的收益率。从企业金融化来看，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行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

论不一，有学者认为，企业金融化显著抑制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陈赤平和孔莉霞，202

0
[91]；牛玉凝和刘梦佳，2020

[92]），也有学者认为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

（王红建等，2017
[93]）。此外，还有学者从劳动力和 CEO 的角度研究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供给变化通过劳动力成本对企业生产率和利润率产生了不同的

作用（周末等，2017
[94]），以平均工资为代表的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有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的提升（肖文和薛天航，2019
[95]），企业聘用具有金融背景的 CEO 有助于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的提升（陈乾等，2020
[96]）。 

四、最低工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最低工资标准作为一项重要的劳动保护制度，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现有关

于最低工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大多数学者认为最低工资标准有

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Rizov and Croucher，2011
[97]；Dickens et al.，2012

[98]；赵

瑞丽和孙楚仁，2015
[99]；赵瑞丽等，2016

[100]；程晨和王萌萌，2016
[101]；刘贯春和张军，2

017
[102]；刘贯春等，2017

[103]；郭娟娟，2019
[104]；杜鹏程和徐舒，2020

[105]；许明和李逸飞，

2020
[52]）。大致可以从以下角度加以解释：一是基于成本效应，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会增

加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可能倒逼企业采取必要行动以节约劳动力成本，提高企业的

全要素生产率（李后建等，2018
[43]）。二是基于要素替代效应，最低工资的上升引起的要

素相对价格的变化使得企业调整要素投入决策，加速企业利用资本替代劳动，从而提升企业

的全要素生产率（Giuliano，2013
[106]；丁守海，2010

[8]；马双等，2012
[107]；Hau et al.，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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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三是基于效率工资效应，面对最低工资标准的上升，为了维持工资的行为激励效

应，企业会刻意维持不同类型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从而提高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 （贾

朋和张世伟，2013
[109]；Rizov et al.，2016

[110]）。且当企业成本优势消失时，工资上涨将诱

使企业主动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从而在长期内扩大企业生产可能性边界，提高企业生

产能力（Acemoglu，2010
[111]）。四是基于心理攀比效应，最低工资的提升在增加低技能劳

动者工资的同时，出于攀比心理，员工会要求增加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企业为了避免高技

能劳动者降低工作努力程度或辞职将接受溢价要求（贾朋和张世伟，2013
[109]）。同时，在

完全竞争市场，最低工资的提升会降低就业率，使得工资处于临界值边界的劳动者产生担心

被裁员的压力和紧迫感从而增加努力程度（Owens and Kagel，2010
[112]；刘贯春等，2017

[1

13]）。学者还发现，企业生产率水平越低，最低工资标准的倒逼机制就越强，进而对企业全

要素生产率产生非对称的影响（孙楚仁等，2013
[114]；刘贯春和张军，2017

[102]；刘贯春等，

2017
[113]；金岳和郑文平，2019

[115]；杜鹏程和徐舒，2020
[105]）。此外，徐舒等（2020）[37]

发现，《最低工资规定》的实施使得企业要素投入组合出现不同程度的“过度调整”，从而

降低了企业劳动资源配置效率。 

五、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关于最低工资标准经济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对就业和企业行为的影响，

其中，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存在较大争议。现有学者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

方法和内外部影响因素也进行了丰富的研究，针对实际操作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对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的计算方法不断加以改进，度量指标与方法越来越科学可靠。此外，已有文献主要从

最低工资标准的成本效应、要素替代效应、效率工资效应、心里攀比效应出发分析了最低工

资标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也有学者发现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存在消极影响。然而，现有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从最低工资标准衡量来看，大多数学者只

是单一地将 2004 年《最低工资规定》或 2008 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作为外生冲击建立双

重差分模型或者将从各省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收集到的最低工资标准数据直接纳入简

单回归模型中研究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而将两者加以结合能够更加精确地衡量最低工资标

准，最终获得的研究结果也将更为准确。从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来看，从外部因素来看，

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于国家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这一类制度环境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而劳动力保护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从内部因素来看，已有研究主

要从企业视角研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从劳动力视角研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

响因素研究较少。从研究框架来看，大多数学者仅研究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的直接效应，鲜有研究涉及其中的实现机制或调节效应。 

（二）研究展望 

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经验分析，无论是经济效应研究还是影响因素探析，对最低工资标

准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讨论都尚未达成一致的结论，诸多问题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研究。

本文认为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拓展：第一，改进最低工资标准的衡量方式。单一采

用政策外生冲击或最低工资标准数据无法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有效准确的度量，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将政策外生冲击和最低工资标准数据结合起

来，优化最低工资标准的衡量方式。第二，继续挖掘可能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外部因

素，可以从劳动力保护政策或劳动力视角开展研究。第三，对最低工资标准与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发掘其中的具体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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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enterprises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to measure macroe

conomic growth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nd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curr

ent academic research.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minimum wa

ge standard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from the important research literature on minimum wage 

standard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t home and abroad, including the system background, conn

otation and economic effects of minimum wage standard, the connotation, measurement and influ

encing factors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the impact of the minimum wage Standard on the t

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enterprises, analyze and comment on the shortcomings of existing resea

rch, and point out the importance of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nimum wage sta

ndard and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enterprises and possibl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This 

article comprehensively presents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impact of the minimum wag

e standard on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enterprises, and on this basis, puts forward a resear

ch outlook, hoping to have some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ntinuous in-depth promotion of related r

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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